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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环境风险评价是成型于 １９７０ 年代的多学科交叉新兴领域，为环境风险管理提供决策的科学依据．环境风险评价研究的发展经历以意外

事故为风险源的事故风险评价，以化学品为风险源和人体健康为风险受体的健康风险评价，以生态系统为风险受体的生态风险评价．以微生物

污染为风险源和人体健康为风险受体的定量微生物风险评价（ＱＭＲＡ）也于 １９９０ 年代开始发展．ＱＭＲＡ 确定微生物的摄入量及其对人体产生不

良作用概率之间关系的数学描述．作为一种前沿的微生物健康风险评估手段，ＱＭＲＡ 为公共卫生政策和标准制定、采取可行的健康干预决策提

供有力支撑，已被美国、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应用于环境管理．本文梳理了环境风险评价的发展历史，系统详细综述水媒传播病

原微生物定量风险评价的研究与应用，同时指出当前 ＱＭＲＡ 面临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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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工业革命之后，工业化伴随着城市化，人类活

动引发了一系列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影响

人类生活质量，制约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核电

站的建设尤其是 １９７９ 年美国三里岛核事故以及各

种环境事故的发生引起世人对事故风险的注意．随
着环境事故或污染导致的地方性流行病的不断出

现，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的潜在风险逐渐被关注．饮
用水和其他水体的微生物污染，使得人们意识到微

生物 带 来 的 环 境 风 险， 定 量 微 生 物 风 险 评 价

（ＱＭＲＡ）发展起来．环境风险评价和环境风险管理，
是环境保护从被动治理到有效预防与管理的必然

选择．从 １９７０ 年代以来，风险评价经历评价对象、风
险源、风险受体、评价范围、评价方法等领域的不断

发展．由最初的定性描述风险，到定量分析；从事故

风险评价的无具体风险受体，到研究人体健康风险

和生态风险；从小范围风险分析到大区域流域的风

险分析．事故风险评价，化学污染的健康风险评价，
以及生态风险评价的发展和应用都有较好的总结．
本文旨在总结风险评价的发展历程，重点分析定量

微生物风险评价的方法框架以及应用．

２ 　 风险评价的发展历史 （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风险指“遭受损失、损伤的可能性”，或者说发

生不良后果的可能性（Ｋａｐｌａｎ ａｎｄ Ｇａｒｒｉｃｋ，１９８１）．数
学的描述风险是指在有害事件的概率与危害影响

程度的乘积（ Ｊａｇ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环境风险是指人类

活动可能引起的，通过环境介质传播的，对人类或

环境的不良影响的可能性及其后果．环境风险按照

风险源可分为事故风险，化学污染风险微生物污染

风险，和综合风险；按照风险受体，可分为健康风险

和生态风险；按照风险源性质，可分为突发性风险

和非突发性风险（毛小苓，刘阳生，２００３）．环境风险

评价是对人类活动或者自然灾害可能产生的不良

影响进行定性描述和定量分析，并提出减小环境风

险的方案与对策（Ｚｈｏｎｇ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６）．依据风险评价

风险源和风险受体的不同，风险评价通常可分为事

故风险评价、健康风险评价以及生态风险评价．
事故风险评价方面，美国核管会于 １９７５ 年发布

了著名的 ＷＡＳＨ⁃１４００ 报告《核电厂概率风险评价

实施指南》，系统的建立了事故风险评价的方法．事
故风险评价以意外事故为风险源，没有明确的风险

受体，更加没有风险表征．刘桂友等系统地总结了事

故风险评价的研究及应用 （刘桂友等， ２００７）．建设

项目的事故风险评价一直是环境风险评价和环境

评价的重点．
健康风险评价研究在 １９８０ 年代进入高峰期．其

中，美国国家科学院（ＮＡＳ）于 １９８３ 年发布的红皮书

《联邦政府的风险评价：管理程序》首次提出了完整

的健康风险评价程序，成为风险评价的指导性文件．
书中建立的健康风险评价四步法（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１９８３）标志着健康评价体系的基本形成，将
健康风险评价的系统研究推向了高潮．最初，健康风

险评价主要风险源是化学污染，风险受体是人体健

康，通常狭义的健康风险评价仅指以化学品为风险

源的健康风险评价．化学污染的健康风险评价发展

以及应用已有文献进行总结（Ｚｈｏｎｇ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６；刘
桂友等， ２００７）．

生态风险评价则是以美国环保署（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ＵＳＥＰＡ）于 １９９０ 年

代发布的一系列报告为标志． １９９２ 年 ＵＳＥＰＡ 发布

《生态风险评估框架》；１９９８ 年，美国环保署发布《生
态风险评价指南》 （ Ｎｏｒｔｏ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２； ＵＳＥＰＡ，
１９９８）；风险评价的受体从人体扩展到生态系统的

综合风险．此后，人们逐渐认识到人为的将健康风险

和生态风险分隔开进行评价的局限性，开始探讨并

提出健康和生态综合风险评价方案．ＷＨＯ 已于 ２００１
年制定了健康和生态风险综合评价技术指南，生态

风险评价面临又一次的革新．文献中生态风险评价

的研究以及应用情况也有所总结（毛小苓，倪晋仁，
２００５；陈辉等，２００６）．

以水为媒介有微生物病原体导致的传染性疾

病在人类历史上不断发生，食品、空气和其他环境

媒介中病原微生物引起的污染疾病也时有爆发．从
事故的风险评价到化学污染的健康风险评价，再到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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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态为尺度进行风险评价的过程中，微生物污染

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也引起世人关注．在考虑微生物

产生的健康影响独特性基础上，风险评价的风险源

从化学品扩展到微生物病原体，形成了健康风险评

价领 域 一 个 新 的 分 支———微 生 物 风 险 评 价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ＭＲＡ）．ＭＲＡ 是利用科学

方法，对因食品、水媒介、气溶胶中某些微生物因素

的暴露对人体健康产生的不良后果进行识别、确
认、定性和（或）定量，并最终做出风险特征描述的

过程．起初，人们用指示微生物和流行病学调查的方

法来研究微生物污染的危害．以流行病学为基础的

风险评价是通过核实诊断病原体感染病例，通过调

查传染途径，分析可能的风险源，进而评价已发生

微生物病原体污染对人体健康可能发生的风险．流
行病学研究法为已发生的疫情控制和预防再次发

生疫情提供了科学依据，但是它是基于已发生疫情

的研究，通常只能评价较高的暴露剂量所产生的健

康风险，对于潜在污染或者较低暴露剂量微生物污

染的健康风险却无法分析评价（Ｈａａ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
随着技术进步，大量病毒、细菌和浮游生物等病原

体不断被识别，数学统计模型和计算机科学技术长

足进步，定量分析病原微生物污染的风险成为可

能，催 生 了 定 量 微 生 物 风 险 评 估 （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ＱＭＲＡ）．

ＱＭＲＡ 是以微生物污染为风险源，人体健康为

风险受体，根据危害毒理学特性或感染性和中毒性

作用特征以及其他资料，确定微生物的摄入量及其

对人体产生不良作用概率之间关系的数学描述．
Ｈａａｓ 于 １９８３ 年首次尝试将化学剂量反应模型用于

描述摄入病原体引发的感染风险，建立了剂量⁃反应

数学模型最早对饮用水微生物的危险度进行了定

量研究（Ｈａａｓ，１９８３）．美国环保署也于 １９８９ 年开始

运用数学模型定量分析饮用水中的微生物风险．
Ｒｏｓｅ 等研究了指数模型描述 Ｇｉａｒｄｉａ 感染的风险

（Ｒｏｓｅ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１）．１９９９ 年，Ｈａａｓ 出版专著《定量微

生物风险评价》，系统描述 ＱＭＲＡ 的全过程（Ｈａａｓ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这些数学模型的建立，奠定了 ＱＭＲＡ
的基础．

世界范围内，ＱＭＲＡ 已广泛应用于水资源，水环

境和食品安全领域的风险评价．在国内，因食源性致

病菌引起的食品安全风险问题情况严峻（董庆利

等，２０１４），有效促进了我国食品微生物定量风险评

估的发展．２０１１ 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成

立，极大加快了国内食品领域 ＱＭＲＡ 研究与应用步

伐．董庆利，李寿崧等（董庆利等，２０１４；李寿崧，宁
芊，２００７）已对国内食品领域致病菌的 ＱＭＲＡ 研究

与应用现状做了梳理综述．与之相较，国内水媒传播

病原微生物风险评估工作相对滞后．然而水体病原

微生物对人类健康的威胁虽然巨大 （陈亚楠等，
２０１５），国内水体病原微生物相关研究表明，无论是

地表水环境还是饮用水资源，均受到了一定程度的

微生物污染（杨勇等，２０１２）．其定量风险评价的工作

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鉴于水中病原微生物

的风险评价不同于其他物理、化学应激因子（如表 １
所示）．而且因传播介质不同，水源与食品源的风险

评价存在诸多差异．本文主要关注水环境中的病原

微生物，对其 ＱＭＲＡ 的研究与应用进展进行综述．

表 １　 ＱＭＲＡ 与其它健康风险评价的差异（胡洪营等，２０１１；Ｈａａ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ＵＳＥＰＡ，２０１２）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ＱＭＲＡ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

评价框架 主要差别 注释

危害识别 危害特征不同 微生物风险爆发次数多、爆发比例高、治疗效果差

模型构建（暴露评估
与剂量反应模型）

应激因子在环境中
存在形态的差异

病原微生物在环境媒介的分布是离散的１ ．

微生物检测方法的敏感度不够２ ．

与化学污染物相比，病原微生物在环境介质中的浓度很低３ ．
应 激 因 子 特 性 的
差异

因病原微生物具有生物活性，在其传播、侵入、感染的各个阶段，都需要根据环境因子及生物
特性，考虑其在环境介质中浓度的衰减或增加．
微生物是活体生物，即便是同种属的微生物其生存能力、致病能力、繁殖能力等在个体间也
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定量微生物风险评价要比其他风险评价更复杂．

暴露路径
皮肤暴露可能是某些化学风险的重要考虑因素，但对于微生物风险评估来说，皮肤暴露就显

得不那么重要４ ．

病原微生物进入新的宿主后，宿主可能成为新的传染源５ ．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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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评价框架 主要差别 注释

考察暴露时间长度
的差异

对于微生物风险的研究，我们常常考虑的是单次暴露，且很少考虑暴露风险引起的后遗症６ ．

暴露人群特性
化学风险评估中，年龄、体重、新陈代谢能力等个体间的差异有所考虑，但 ＱＭＲＡ 更需要考虑
宿主的免疫能力与易感染性．

风险表征 表征形式 ＱＭＲＡ 多用 Ｐａｎｎ（感染疾病的概率）或者 ＤＡＬＹ（时间长度单位）来表征风险．

　 　 注：１．因为在环境介质中不是均质的．病原体常成群结团，或吸附于水中的固体物质上，因此其平均浓度不能用以预测感染剂量；２．单个病

原微生物就能引起感染导致疾病，但检测水体中低浓度病原微生物的分析方法（如：１ ／ １０００ Ｌ）不可靠；３．这点区别直接关系到微生物风险评价

模型与常规风险评价模型的不同；４．没有伤口的皮肤是很好的天然屏障；５．因此微生物传染可以在个体间、人和家禽间传播．因此完善的 ＱＭＲＡ
还应将人⁃人、人⁃环境⁃人的传播纳入考虑范围；６． 化学风险的暴露研究包括急性暴露和长期暴露的影响，慢性暴露可能考查的是长达 ７０ 年的

日均暴露．

３　 ＱＭＲＡ 主要内容及研究进展（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ＱＭＲ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风险评价考察的危害物数量庞大，人们根据危

害物的不同特征，开发了很多有针对性的评价技术．
其中 ＮＡＳ 建立的四步法模型（包括危害识别，暴露

计量分析，剂量反应关系，和风险表征四个步骤）排
除了任何会使风险变得复杂的社会方面因素，应用

非常简单，而被世界各国或者国际组织广泛采

纳———欧盟对于新和现有化合物的立法即基于此，
ＱＭＲＡ 框架也是以此为基础开发完善．以下将以

ＮＡＳ 的四步法为主线，阐述水环境中定量微生物风

险评估技术的主要内容与研究进展．
３．１　 危害鉴定

ＱＭＲＡ 中，危害鉴定主要是对微生物病原体进

行识别以及对各种病原体引起不良健康效应的潜

力进行定性评价的过程，内容包括判断病原微生物

的危害类型、对人体健康损害机制的研究．危害鉴别

工作主要集中在 ３ 个领域的研究 （ Ｈａａ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①在医学领域，将感染导致的各种疾病分门

别类；②在流行病学领域，关注疾病在人群中传播

方式与传播路径；③在临床微生物学领域，探明病

原微生物的基本特征、遗传特性及进化过程、宿主

与微生物间的交互作用、免疫反应等．
当前，已被识别出的水中病原体剂超过 １４０ 种

（赵仲麟等，２０１２）．但因微生物种类多，繁殖变异快，
仍有很多病原体尚未被识别． Ｈａａｓ 等（Ｈａａ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统计了美国 １９７１—２００８ 年间爆发的 ７４７ 起水

媒介传播性疾病（致病总人次高达 ５７６８５３），有 ４５％
的案例尚不明确致病源．在已被识别出的致病微生

物中，大部分病原微生物为肠源性，它们由粪便进

入水体环境，经口由消化道感染人体，最终引起肠

道疾病的发生．也有部分非肠源性的病原体，如军团

杆菌、分枝杆菌等，可通过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损

伤侵入易感机体（曹蓉等，２００４）．由于检测技术以及

成本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识别出水环境中所有病原

微生物是不可能的．因此，与化学风险评估中拟定优

先控制污染物的原则相似，ＱＭＲＡ 也需要针对评价

水体的特点，筛选优先目标微生物．从这种意义来

说，危害鉴定环节另一步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利用污

染源病原微生物监测数据（致病菌的浓度水平）、流
行病调查数据（致病菌的毒性强弱）、风险受体调查

数据（如老人、小孩、孕妇、免疫缺陷病患者等免疫

力较差），初步判断不同病原微生物的风险大小，从
众多病原微生物中甄别筛选目标微生物．美国环保

署（ＵＳＥＰＡ，２０１２）通过丰富的文献资料对病原微生

物导致疾病的病理学和病原学进行调查，并总结整

理出水媒介中常见的病原微生物及其特征，内容丰

富详实．病原微生物在水中存活时间直接影响它引

发疾病的风险，存活时间越长，其引发疾病的风险

越大（胡洪营等，２０１１）．不同的病原微生物具有不同

的致病剂量，其相对感染剂量的高低也影响着对水

体病原微生物致病风险的判断．陈亚楠、曹蓉、赵仲

麟等（ＵＳＥＰＡ，２０１２；曹蓉等，２００４；陈亚楠等，２０１５；
赵仲麟等，２０１２）通过总结文献资料，整理出水媒介

中常见病原微生物的相对感染计量及其在水中存

活的时间．这些研究工作为危害鉴定工作提供了有

力参考．
从临床微生物学的角度看来，病原微生物体对

人体健康可能产生的影响包括：无反应症状、感染、
疾病、直至死亡（Ｈａａ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不同微生物具有

不同的致病效力，而不同人群对于同种致病微生物

的敏感性亦不相同，在定量微生物风险评价中，老
人、小孩、孕妇、免疫缺陷病患者等免疫水平相对较

低的群体应给予更多的关注（Ｘｉａ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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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因此，危害鉴定应根据病原微生物与暴

露人群的特征，对可能导致健康风险做定性判断．
危害鉴定这一步骤不是当前 ＱＭＲＡ 的研究热

点．对于病原体的风险定性判断，多基于现有流行病

学、临床医学研究成果．对目标病原体的甄别，主要

聚焦于容易爆发流行、影响范围广、已有很多研究

基础的代表物种．通过对已发表文献的调研分析，贾
第鞭毛虫、隐孢子虫、Ｅ． ｃｏｌｉ Ｏ１５７：Ｈ７、沙门氏菌和

弯曲杆菌引起的疾病具有爆发次数多、爆发比例

高、治 疗 效 果 差 等 特 点， 在 研 究 中 （ Ｂｉｃｈａｉ ａｎｄ
Ｓｍｅｅｔｓ， ２０１３； Ｓｃｈｍｉｄ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Ｃｕｍｍｉｎ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Ｍａｒａ ａｎｄ Ｓｌｅｉｇｈ， ２０１０； Ａｇｕｌｌó⁃Ｂａｒｃｅｌó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ｄｅ Ｍ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Ｄｉｇｉｏｒｇｉ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Ｈａａ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Ｈｉｊｎ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Ｏ Ｔｏｏｌ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Ｐｅｔｔｅ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Ｓｃｈｉｊｖ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被评价研

究的频次最高．
３．２　 暴露评价

暴露评价是研究人体与风险媒介接触的行为

方式和特征，从而确定暴露人群对介质（水、食品

等）的摄入量，再根据病原体在环境介质中浓度和

分布确定暴露人群的暴露剂量．暴露评价包括暴露

途径、暴露情景和暴露量估算（赵欣等，２０１０；何星

海等， ２００６）．暴露途径是指病原微生物进入人体的

途径，皮肤暴露可能是某些化学风险的重要考虑因

素，但对于微生物风险评估来说，最主要的暴露途

径是口腔摄入和鼻腔吸入（仇付国，２００４）．暴露量估

算是指进入人体并且参与新陈代谢反应或生命活

动的物质的量．暴露评估需要结合具体事件和人群

暴露的具体情况，调查研究暴露人群的特征、暴露

环境介质中的有害因子的强度、暴露时间和频率，
估算或预测有害物质的暴露过程和暴露量，是

ＱＭＲＡ 这种最复杂及不确定因素最多的环节，也是

目前数据缺失最多的环节（汪雯， ２０１３）．它具体包

括：检测环境介质中存在的微生物数目、测算其在

特点暴露情景下传播到人体的数量．人群暴露评价

是 ＱＭＲＡ 中不确定因素比较集中的一个领域，因此

是健康风险评价的关键步骤．期望暴露剂量（ ｄ ）可
由公式 ｄ ＝ μ ｍ 表示（Ｈａａ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

以水环境中病原体的暴露剂量为例，μ 表示所

研究水环境中病原微生物浓度，ｍ 表示暴露人群一

次暴露所消耗的水量（Ｈａａ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根据此公

式所显示的关系，要研究病原体的暴露剂量，在构

建完整的暴露途径之外，有两个关键因素：①病原

体在水环境中的浓度，确定 μ；②特定人群或个体与

风险水环境接触的行为方式和特征，确定 ｍ．以下就

这 ２ 方面的研究进程展开讨论．
３．２．１　 水中病原体浓度　 从检测对象来看，水体中

传染性病原微生物浓度的判断方法主要有 ３ 种．
（１）水中病原微生物种类多、数量少、分离量化

困难，而指示微生物通常在水环境中含量高于病原

微生物，且检测方法成熟．因此可通过检测粪便指示

微生物（Ｆｅ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ＦＩＢ）的浓度，结合

指示微生物与病原微生物的浓度比例关系，得出水

环境中病原微生物的浓度（Ｃｒａｉ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国内

学者仇付国（仇付国，２００４；仇付国，王晓昌， ２００３ａ）
即根据污水中粪大肠菌的检测结果及其浓度分布

函数，借鉴病毒与粪大肠菌 １∶１０５的研究成果，做了

污水回用的微生物风险评估．这种方法虽然安全性

高、且检测方法成熟便捷，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

明，指示微生物与病原微生物相关性不强（谌志强

等，２０１２），不同微生物在环境中耐受力不同，当前

几乎没有任何一种指示微生物能真实反映出特定

病病原微生物浓度或其变化水平（陈亚楠等，２０１５）．
因此，出于对评价结果准确性的考量，这种方法正

逐渐被后两种方法所替代．
（２）在待测水体中病原微生物浓度太低（如 １

个 ／ １０００ Ｌ，并不意味没有健康风险），检测手段灵敏

度难以达到或准确度大大下降的情况下，可采集待

测水体上游的高浓度水体的病原微生物数据（Ｈａａｓ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３），然后通过预测可能引起病原体浓度改

变的传输过程（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和传输比率

（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 ）， 建 立 传 输 过 程 模 型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根据病原体浓度的

时空变化情况推算出评价水体中的病原微生物浓

度（Ｓｉｇｎｏｒ，２００７；Ｍｃｂｒｉｄ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考虑到病原微

生物在水环境中的浓度普遍较低，且在低浓度下现

有检测手段的敏感度与准确度有限，所以这种方法

在现有 ＱＭＲＡ 研究中应用广泛，尤其是针对饮用

水、地下水（Ｔｏｚ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等较清洁水体的定量

微 生 物 风 险 的 评 价． 如 Ａｎ Ｗｅｉ、 Ｘｉａｏ Ｓｈｕｍｉｎ、
Ｃｕｍｍｉｎｓ 等 （ 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Ｘｉａ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Ｃｕｍｍｉｎ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即是通过检测饮用水水源地

中病原微生物浓度，再根据不同给水厂处理工艺环

节对病原微生物的灭活率与设备运行稳定性等参

数，构建模型推算出饮用水（ ｔａｐ ｗａｔｅｒ）中病原微生

物的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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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直接检测水环境中病原微生物浓度．相较于

前两种方法，直接检测水环境中病原微生物浓度的

方法要求更高的实验防护措施和有效的对水样中

病原微生物浓缩富集手段，实验强度大．但其优势在

于有效减小了间接测算方法中的不确定性，在地表

水体微生物风险评价中多有应用．
从检测手段来看，水中病原微生物浓度的检测

主要应用传统方法、免疫学方法和分子生物学方法．
传统方法可直接鉴别出具有生物活性的微生物（陈
亚楠等，２０１５），计数精确，但比较费时费力，特别是

检测多种微生物时更是如此（赵仲麟等，２０１２）．近年

来免疫分析法和分子生物学微生物检测技术发展

微生物检测深入到分子水平、基因水平，在水环境

微生物检测中得到广泛应用．其中，免疫分析法具有

快速可批量检测的优点，多适用于病毒浓度较高时

检测（周进宏等，２０１４），而环境水体中病原体浓度

低，此法的应用受到一定限制．ＰＣＲ 技术因具有特异

性好、灵敏度高，不受环境水体其他病原体干扰的

优势，已广泛应用于国内外地表水体、娱乐与生活

用水、饮用水、城市污水中病原微生物的检测（周进

宏等，２０１４；张德友等，２００９；吉铮等，２０１４；孙婷婷

等，２０１３；程艳艳等，２０１４）．目前 ＰＣＲ 方法也存在不

能将水环境中易感性与非易感性的病原体区分、容
易得到假阳性结果的缺陷．为克服上述缺陷，已出现

将分子生物学方法与免疫学检测方法结合开发出

新的水环境病原微生物检测方法（张小萍等，２０１１；
高姗姗等，２０１３），如 ＩＭＳ⁃ＱＰＣＲ 、 ＦＴＡ⁃ＰＣＲ、 ＰＣＲ⁃
ＥＬＩＳＡ 等方法（张振冬等， ２０１１）．

此外，为使 ＱＭＲＡ 结果更可靠，在获得了水体

中病原微生物浓度后，还要对原始检测数据进行处

理．原始数据的处理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用回收率

修正 样 品 检 测 结 果 的 准 确 性 （ Ｄｉｇｉｏｒｇｉ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另一部分是用概率分布解决采样随机性及

水质 变 化 的 问 题 （ Ｓｃｈｍｉｄ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Ｓｃｈｍｉｄ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
３．２．２　 暴露参数 　 暴露参数是用来描述人体经呼

吸道、消化道和皮肤暴露于环境污染的行为和特征

的参数（段小丽等，２０１２）．作为科学评价环境健康风

险的基础数据，暴露参数选用的准确性是决定最终

评价结果准确性和科学性的关键因素之一（于云

江，２０１１）．居住条件、活动模式、人体特征参数、社会

人口学参数等，是环境暴露和风险评价的主要工具

之一．因此，美国、欧盟等地在进行化学风险评价研

究的同时，就将暴露参数的研究也作为主要工作来

展开．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暴露参数研究的国家

（段小丽等，２００９）．ＵＳＥＰＡ 在大量研究工作及一些

全国性大规模调查所获数据的基础上，于 １９８９ 年出

版了第 １ 版暴露参数手册，并于 １９９７ 年、２０１１ 年进

行两次修订完善，形成最新的 《暴露参数手册》
（ＵＳＥＰＡ，２０１１）．考虑到儿童群体的特殊性，ＵＳＥＰＡ
给予更高的重视，专门编写文件指导科研工作者合

理评估儿童暴露剂量（ＵＳＥＰＡ，２００６），并在 ２００８ 年

发布了《儿童暴露参数手册》（ＵＳＥＰＡ，２００８）．此外，
ＵＳＥＰＡ 还颁布了一系列《暴露参数手册》的配套手

册．暴露参数的研究成果为美国环境健康科研和管

理工作者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在推行基于这些风险

管理和风险决策的制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欧盟、日
本在参考 ＵＳＥＰＡ 暴露参数手册框架的基础上，于
２００７ 年分别发布了本国人群暴露参数调查结果．除
此之外，韩国、澳大利亚等地均已发布了本国人群

暴露参数调查结果．
我国暴露参数手册编制工作起步较晚．历史上，

仅开展过一些小规模零散调查（于云江等，２０１２），
所获得的暴露参数数据非常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我
国科研机构在环境健康风险评价的过程中多参考

国外的暴露参数．然而，由于人种、生活习惯、地理条

件等因素的不同，国外暴露参数并不能较好的代表

我国居民的暴露特征．研究表明，不合理的参数可能

给健康风险评价结果造成较大的误差，影响环境风

险评价管理和风险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杨彦

等，２０１２；王喆等，２００８）．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２ 年，环保部

委托中国环科院针对我国 １８ 岁及以上人群开展了

中国人群环境暴露行为模式研究，并在 ２０１３ 年底发

布了《中国人群暴露参数手册》（环境保护部，２０１３）
和《中国人群环境暴露行为模式研究报告》（环境保

护部，２０１３），填补了国内暴露参数的空白．该手册系

统反映了我国人群环境暴露行为的特点，其时间活

动模式参数对规范我国 ＱＭＲＡ 工作中暴露参数选

用有重要意义．国际国内的这些暴露参数都存在着

各种不确定性和不完备性，有待在风险评价领域不

断深入研究．
３．３　 剂量⁃反应关系评价

剂量反应关系评价是 ＱＭＲＡ 的重要部分，没有

准确可用的剂量⁃反应关系是风险表征的主要限制

性因素之一．人体对病原体的反应可能有感染、致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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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死亡等情况．通常，剂量反映模型着重考虑的是

微生物剂量与感染风险（Ｐ ｉｎｆ）之间的关系．根据流行

病学和人体试验资料，可用数学模型来描述病原体

剂量与人体感染风险之间的剂量反应关系．但剂量⁃
反应关系有以下缺点：①大多数病原体的剂量⁃反应

资料很难通过临床研究和流行病学调查得到，所以

该方法很受限制（王伟等，２００９）．②病情越严重的案

例越容易被收录到医疗卫生统计数据中，对于感染

人数的统计可能明显低估．③基于人类实验外推得

到剂量⁃反应关系的过程，未曾考虑志愿者先前是否

暴露于此病原体．④由低浓度向高浓度，由动物数据

向人类模型的外推过程，种属差异显著，存在很大

的不确定性（Ｈａａ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因此这种方法也有

一定的局限性，得到的模型还有很大修正提升的

空间．
常规实验室无法富集测定病原体和病毒，只能

测指示菌，因此早期的流行病学研究中经常采用指

示菌为依据来评价剂量⁃反应（Ｃａｂｅｌｌｉ ｅｔ ａｌ．，１９７９）．
以指示菌为基础的剂量⁃反应关系也不断的受到挑

战．当病原体的直接检测成为可能的时候，剂量⁃反

应关系主要有两种方法：以生物反应机理为基础的

剂量⁃反应模型和经验模型 （ Ｄｕｎｃａｎ ａｎｄ Ｅｄｂｅｒｇ，
１９９５； Ａｒｍｉｔａｇｅ ｅｔ ａｌ．，１９６５）．以病原体生物反应机

理为基础的研究是建立在假设病原体可能感染人

类的作用机理之上的．最常用的以生物反应机理为

基础两种剂量反映关系模型是指数模型和 β⁃泊松

分布模型．这两种模型中，都假设了两个前提条件：
①暴露剂量被人体摄入的概率符合 ｐｏｉｓｓｏｎ 分布；
②认可 ｓｉｎｇｌｅ⁃ｈｉｔ 的概念，即认为一个病原体就能引

起宿主的感染．两个模型的差别主要在于：指数模型

认为病原体的感染剂量是确定的，人群中每个个体

具有相同的感染概率；而 β⁃泊松分布模型考虑了病

原体对不同宿主感染能力的差异性，并假设病原体

的感染几率 ｒ 的取值符合 ｂｅｔａ 分布．一般来说，β⁃泊
松分布模型要比指数模型平缓一些（仇付国，２００４）．
指数模型简单方便，但得到的结果较为粗放，原生

动物和病毒多选用指数模型（肖国生等，２０１３）．表 ２
梳理了文献中报道的常见病原微生物最适剂量⁃反
应参数值．

表 ２　 不同微生物的最佳拟合剂量⁃反应模型与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ｆｉｔ ｄｏｓａｇ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ｍｉｃｒｏ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

病原微生物
指数模型参数 β⁃泊松分布模型参数

ｒ α β
文献

原生动物 隐孢子虫 ０．０５ Ｍｃｂｒｉｄ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

０．００４６７ 王伟等，２００９

０．０１９９１ 仇付国，２００４

０．００４２ ＵＳＥＰＡ，２０１２

０．０７７ ＵＳＥＰＡ，２０１２

贾第鞭毛虫 ０．０２ Ｍｃｂｒｉｄ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

０．０１９８ 王伟等，２００９

０．０１９９ 仇付国，２００４

细菌 弯曲杆菌 ０．１４５ ７．５９ ＵＳＥＰＡ，２０１２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１ Ｓｃｈｏｅｎ ａｎｄ Ａｓｈｂｏｌｔ，２０１０

沙门氏菌 ０．３１３６ ３００８ Ｄｉｇｉｏｒｇｉ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

０．３１２６ １３９．９ ＳＴＥＹ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

０．００７５２ 王伟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

军团菌属 １ Ｓｔｏｒｅ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

霍乱弧菌 ０．１４９ １０７３．２ 王伟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

０．２５ 仇付国，２００４

大肠杆菌（致病菌株） ０．１７７８ １．７８×１０６ ＵＳＥＰＡ，２０１２

０．００９１０２ ＵＳＥＰＡ，２０１２

志贺氏菌 ０．２１ 仇付国，２００４

病毒 腺病毒 ０．４１７２ Ｍｃｂｒｉｄ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

甲肝病毒 ０．５４８５８ 仇付国，２００４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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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病原微生物
指数模型参数 β⁃泊松分布模型参数

ｒ α β
文献

柯萨基病毒 ０．０１４５ ＵＳＥＰＡ，２０１２

艾柯病毒 ０．０１２８ ＵＳＥＰＡ，２０１２

０．４０１ ２２７．２ ＵＳＥＰＡ，２０１２

０．３７４ １８６．６９ ＵＳＥＰＡ，２０１２

１．３ ７５ ＵＳＥＰＡ，２０１２

脊髓灰质炎病毒 ０．４０９ ０．７８８ ＵＳＥＰＡ，２０１２

轮状病毒 ０．２５３１ ０．４２６５ Ｍｃｂｒｉｄｅ，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

０．１２４ ０．４２ 王伟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

诺瓦克病毒 ０．０４ ０．０５５ Ｍｃｂｒｉｄｅ，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

０．０５ ０．０６３ Ｍｃｂｒｉｄｅ，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

肠道病毒 ０．４０１ ２２７．２ Ｍｃｂｒｉｄｅ，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

　 　 由表 ２ 不难发现，同一病原体可能对应不同的

剂量反应模型和多个参数值．这是因为同一剂量的

响应结果，除取决于微生物的毒力、感染性等因素

外，还和宿主免疫性能、环境等因素息息相关（肖国

生等，２０１３）．而且，不同的推导剂量反应关系模型参

数的临床试验之间也存在差异（主要是病原株、实
验志愿者的差异），这些实验结果本身就存在很大

的不确定性（ＵＳＥＰＡ，２０１２）．所以，对于剂量⁃反应模

型和参数的选择，应清楚模型和参数值的来龙去

脉，结合当地病原株的致病力和感染范围择选合适

的参数值进行定量计算（肖国生等，２０１３）．经验模型

是不用假设病原体的生物反应机理，而是以化学品

风险评价中常用的经验模型描述病原体的剂量⁃反
应关系．在风险评价中比较受关注的有 ｌｏｇ⁃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ｌｏｇ⁃ｐｒｏｂｉｔ 和 Ｗｅｉｂｕｌｌ 模型（Ｈａａ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
３．４　 风险表征

风险表征是危害鉴定、暴露评价和剂量⁃反应关

系 ３ 个步骤的综合，同时也是连接微生物健康风险

评价和微生物风险管理的桥梁．风险表征利用上一

步骤的剂量⁃反应模型，结合暴露研究，确定有害结

果发生的概率，可接受的风险水平及评价结果的不

确定性等，并进行表述，为风险管理者提供详细而

准确的评价结果（Ｈａａ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因为病原微生

物进入新的宿主后，宿主可能成为新的传染源，所
以病原微生物除了“环境⁃人”的传播途径外，还可

以通过“人⁃人”或“人⁃环境⁃人”等二级传播方式感

染．基于此，又可将定量微生物风险评估分为动态

ＱＭＲＡ 和静态 ＱＭＲＡ．动态 ＱＭＲＡ 考虑了人群的动

态水平，模型参数涉及所有的传播路径．静态 ＱＭＲＡ
聚焦于“环境⁃人”的单一暴露途径，并认为多重暴

露或循环暴露的情况是相互独立的事件，这种评估

方式隐含的前提是二级传播途径可忽略不计（Ｔｏｚ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动态 ＱＭＲＡ（Ｋｕｎｄ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虽然

结果更精确，却过于复杂，评价成本高、难度大，目
前多以静态 ＱＭＲＡ 为主．考虑到评价终点与不确定

性分析的方法的不同，风险表征有多种形式．
３．４．１ 　 评价终点 　 风险评价最常用的形式是 Ｐａｎｎ

（Ｘｉａ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表示个体在 １ 年的时间内的感

染风险（Ｓｉｇｎｏｒ，２００７）．假设每次暴露条件下，宿主抵

抗感染的能力都不变化，那么以 Ｐａｎｎ表征年感染风

险的计算可表示为（Ｓｉｇｎｏｒ，２００７）：

Ｐａｎｎ ＝ １ － ∏
ｎ

ｉ ＝ １
（１ － Ｐ ｉｎｆ） ｉ

其中，ｎ 为 １ 年内的暴露次数，Ｐ ｉｎｆ表示 １ 次暴露感染

病原微生物的概率．这种以感染风险为评价终点的

方式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质疑，因为不是所有的感

染都会致病，Ｐａｎｎ描述的感染风险 Ｐ ｉｎｆ，并不能很好

的反映出真实的致病风险 Ｐ ｉｌｌ ．根据感染人群中的致

病比例，可得出 Ｐ ｉｌｌ，然而，致病风险却不能区分疾病

严重程度的差异对身体健康的影响．所以说，不同病

原体对不同免疫状况人群的感染可能导致不同的

疾病，疾病不同对人体的健康影响也就不同，这些

信息在 Ｐａｎｎ中都难以获取．
为了在评价结果中反映出感染所导致健康问

题的严重程度，越来越多的 ＱＭＲＡ 研究 （Ｗｉｌｋｅ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Ｘｉａ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开始

采用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推荐的疾病负担计算方

法———伤残调整生命年 ＤＡＬＹ（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ｏｆ
Ｌｉｆｅ Ｙｅａｒｓ，ＤＡＬＹ）作为评价的终点．ＤＡＬＹ 是以时间

为尺度，由疾病死亡和疾病伤残而损失的健康生命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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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综合测量（夏毅等，１９９８），以 ｐｐｐｙ（ ｐｅｒ ｐｅｒｓｏｎ
ｐｅｒ ｙｅａｒ，ｐｐｐｙ）为单位．它巧妙地把感染概率及感染

后可能引发的不同症状考虑在内，而且将感染风险

以疾病负担的途径表示出来．计算某给定人群的

ＤＡＬＹ，即是将该人群的损失生命年和伤残生命年

进行综合计算，再以生命年的年龄相对值（年龄权

数） 和时间相对值（ｄｉｓ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ｒａｔｅ 贴现率） 作加权

调整．ＤＡＬＹ 是生命数量和质量以时间为单位的综

合度量．其表达式（Ｓｉｇｎｏｒ，２００７）为：

ＤＡＬＹ ＝ Ｐａｎｎ × Ｐ（ｉｌｌ ｉｎ） ×∑
ｎ

ｉ ＝ １
Ｐ（ｏｕｔｃｏｍｅｉ ｉｌｌ） × Ｄ′ｉ

× Ｓｉ

式中，Ｐａｎｎ为 ａｎｎｕａｌ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年感染风险；
Ｐ（ｉｌｌ ｜ ｉｎ）为已感染的个体得病的风险；Ｄ′ｉ 为第 ｉ 次
生病持续的时间（以年为时间单位）；Ｓｉ 为疾病严重

程度的权重系数（数字越大表示疾病危害越大，０ 代

表身体健康，１ 代表疾病严重导致死亡）
与 Ｐａｎｎ相比，ＤＡＬＹ 不仅能识别急性病的风险

（如腹泻），也能识别出更严重的疾病风险（如弯曲

杆菌引起的吉兰⁃巴雷综合征），且便于与其他风险

评估类型的结果横向对比 （ Ｂｉｃｈａｉ ａｎｄ Ｓｍｅｅｔｓ，
２０１３），其评价结果表征的优势相当突出． 然而，
ＤＡＬＹ 的概念较新，近几十年来，虽然各国学者对伤

残状态下生存的非健康生命年的测量进行了不少

研究，但缺少更多流行病学的数据支撑依然是限制

它应用的主要因素之一（ＷＨＯ，２００２；Ｓｉｇｎｏｒ，２００７）．
风险表征的最终目的是判断风险的大小，进而

根据风险评价结果决定行动．究竟该以什么样的风

险阈值作为可接受的健康风险水平，结论不宜．国际

国内的多数研究（王伟等，２００９；赵欣等，２０１０；仇付

国，王晓昌，２００３ａ）将美国环保署在化学风险评估

中推荐的癌症阈值 １０－４用做 ＱＭＲＡ 中 Ｐａｎｎ的阈值．
而 ＵＳＥＰＡ 设立的化学致癌风险 １０－４ 可近似等于

１０－５ＤＡＬＹｓ ｐｐｐｙ（Ｘｉａ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因此，可将 １０－５

ＤＡＬＹｓ ｐｐｐｙ 用作风险阈值．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了更

严苛 的 水 媒 传 播 病 原 微 生 物 风 险 阈 值 １０－６

ＤＡＬＹｓｐｐｐｙ（ＷＨＯ，２０１１），该阈值已被澳大利亚水

质管理相关部门采纳（Ｂｉｃｈａｉ ａｎｄ Ｓｍｅｅｔｓ， ２０１３）．总
之，无论是用 Ｐａｎｎ的形式还是用 ＤＡＬＹ 的形式表征

风险，目前尚且没有一个统一执行的风险阈值标准．
３．４．２　 不确定性分析 　 ＱＭＲＡ 所用的基本风险表

征方法有两种：①决定性评价，风险是一个固定的

数值．②随机分析，它是对暴露剂量和风险分布进行

计算，利用不确定系统分析的方法计算出健康风

险，从而得到风险的分布范围、均值、极值等．
ＱＭＲＡ 发展前期，第一种决定性评价被广泛采

用．主要原因是这种点评价结果一目了然，简单直

接，方便风险管理者沟通利用．可是，也正因为点评

价提供的信息量太少，反而容易传达错误的信息，
让人误以为风险是确定的；或者，造成不科学的风

险结果推算：误以为当输入端采用最大的随机数

时，计算出来的结果会靠近风险最大值．
决定性评价多从风险控制的角度出发，用保守

的处理方法不确定性问题，这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

性，然而从修复和管理成本的角度来看显然是不合

理的．第二种随机分析的方法涉及到对 ＱＭＲＡ 的不

确定性进行研究，尽可能的描述评价结果的总的不

确定性．总的不确定性既包括对评价参数、模型和特

定细节认知的缺乏而造成的不确定性，也包括微生

物的时空变化、个体差异所带来的多变性（Ｗｕ ａｎｄ
Ｔｓａｎｇ， ２００４）．不确定性和多变性都可以用概率密度

分布函数表达．值得注意的是，不确定性来自对客观

世界认知的知识不全面，不完备，评价过程中的误

差，可以通过研究的深入与方法的优化减少（仇付

国，２００４），而多变性引起的误差来自客观世界内在

的随机性，只有通过改变研究的系统才有可能减小

（Ｗｕ ａｎｄ Ｔｓａｎｇ， ２００４）．
整个评价过程的每一步都存在着一定的不确

定性，主要集中在暴露评价和剂量反应模型两个环

节．风险评价中的不确定性主要分为三类：参数不确

定性、模型不确定性、评价方案不确定性（仇付国，
２００４）．参数的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对各种指标的测

量和表征．参数不确定性包括测量误差、取样误差和

系统性误差（Ｇｅｒｂａ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６）．常用的定量分析参

数不确定性的方法有：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ｒａｔｉｏ，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Ｂａｙｅｓｉａ，以及区间法（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不确定性

系统分析的方法直接关系到 ＱＭＲＡ 的最终结果，是
ＱＭＲＡ 研究工作的热点和难点．美国国家研究委员

会曾指出，不确定性分析是一切风险评估最关键的

步骤（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２００９），目前多采用

随机分析的方法解决不确定性问题，对 ＱＭＲＡ 的风

险进行动态表征．其中蒙特卡洛模拟运用概率密度

方法传播参数的不确定性，比较方便地处理了复杂

模型中的不确定性问题，在风险表征中应用越来越

普遍（Ｍａｒａ ａｎｄ Ｓｌｅｉｇｈ， ２０１０；朱嵩等，２００９；徐亚等，
２０１４）．因为蒙特卡洛模型在随机数的产生和联合分

布的确定方面过多的依赖于假定好的分布，所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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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的分布建立在病原体分布已知的前提下，这就需

要更多的数据对其分布的形式进行检验．只有先形

成系列可靠的随机数，才能成功实行蒙特卡罗模拟

计算．很多关于蒙特卡罗模型的研究即是着眼于产

生随机系数方法的优化．如张建龙等（２０１０） 利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混沌系统迭代产生随机数，耦合于蒙特卡罗

模型，评价了西安市某污水处理厂的再生水出水的

健康风险；而应用广泛的马尔科夫链蒙特卡洛方法

（ＭＣＭＣ），即是将 Ｍａｒｋｏｖ 过程引入到蒙特卡洛模拟

中，实现了抽样分布随模拟的进行而改变的动态模

拟．基于参数不确定性和模型不确定性，得出的评价

方案也具有不确定性．情景分析是一种常用的描述

评价方案不确定性的方法（Ｇｕ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

４ 　 ＱＭＲＡ 研究与应用分析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ＱＭＲ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９８—２０１４ 年间 ＳＣＩ 数据库收录的以水媒介

定量微生物风险评估为主题的相关研究 １２９ 篇，年
度发文量整体呈现上升趋势．澳大利亚、美国与荷兰

发文量名列前三，均占总发文量的 １５％以上．中国仅

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北京林业大学、中国人

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河南理工大学等少数几家

科研机构有研究成果刊出 （ 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Ｘｉａ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Ｘｉａ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ａ；
Ｘｉａ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ｂ）．当前该类研究领域主要关注于

水环境或水处理技术与人体健康的关系．例如地表

水病原体风险预测（Ｓｃｈｉｊｖ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饮用水水

质风险（Ｈａａｓ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３），海滩病原体风险管理

（Ａｓｈｂｏｌ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地下水风险管理 （ Ａｓｈｂｏｌ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中水回用风险（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
污水灌溉（ Ｓｈｕｖａｌｅｔ ａｌ．，１９９７） ，如表３所示 ．密歇根

表 ３　 国际 ＱＭＲＡ 典型案例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ＱＭＲＡ

水质类型 地点 研究目的 致病菌 暴露情景
剂量反应模
型及参数

评价终点
不确定
性分析

应用软件 文献出处

内陆地表水体
加拿大 Ｓｏｕ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 Ｒｉｖｅｒ

评 价 ＢＭＰ１ 措
施对降低病原
体 风 险 的 有
效性

隐孢子虫、贾第
鞭毛虫、Ｅ． Ｃｏｌｉ
Ｏ１５７：Ｈ７

游泳意外摄入
（４５ ｍＬ） 不详 Ｐａｎｎ

多层贝叶斯
蒙特卡罗模
型、蒙特卡罗

Ｏｐｅｎ
ＢＵＧＳ

Ｗｉｌｋｅ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沿海水体娱乐
水体

美 国 ｃａｌｌｅｇｕａｓ
ｃｒｅｅｋ 海湾

评估沿海娱乐
水体微生物健
康风险

腺病毒
游泳意外摄入
（２５ ｍＬ）

指数分布
ｒ＝０．６９７

Ｐ ｉｌｌ
Ｓｐｅａｍａｎ 秩
相关敏感性
分析

　 ＠ ｒｉｓｋ ｋｕｎｄ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地下水
澳大利亚某浅
层地下水

评 价 结 果 指

导 ＭＡＲ２

弯曲杆菌、隐孢
子虫、轮状

病毒３

水雾摄入、
日常摄入、
意外摄入

４ＤＡＬＹｓ
ｐｅｒ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隐孢子虫
０．００１５
弯曲杆菌
０．００４６

ＤＡＬＹ

蒙特卡罗；龙
卷风图敏感
度分析、
＠ ｒｉｓｋ

＠ ｒｉｓｋ Ｔｏｚ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饮用水 中国饮用水

探究中国不同
给水工艺对不
同人群的病原
微生物风险

隐孢子虫
日常饮水
（２．７２ Ｌ），偶然

摄入５（０．０３９Ｌ）

６指数模型： ｒ ＝
０．３５４；
β 泊松分布：α，
β＝０．４９，１１．９

ＤＡＬＹ 蒙特卡罗；敏
感度分析

＠ ｒｉｓｋ Ｘｉａ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再生水
澳大利亚
再生水

评价再生水的
微生物安全性

弯曲杆菌、
两虫、腺病毒、
轮状病毒

不详 不详 ＤＡＬＹ 不详 不详
Ｂｉｃｈａｉ ａｎｄ
Ｓｍｅｅｔｓ， ２０１３

城 市 地 表 径
流水

美国

雨天情况下７，
不同排水类型
的微生物健康
风险

弯曲杆菌、
两虫８、腺病毒、
沙门氏菌、轮状
病毒

游泳意外摄入
（成人 ３７ ｍＬ，
儿童 １６ ｍＬ）

指数模型与 β
数 泊 松 分 布

模型９
Ｐ ｉｎｆ、Ｐ ｉｌｌ 蒙特卡罗 ＠ ｒｉｓｋ Ｍｃｂｒｉｄ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注：１．ＢＭＰ⁃ｂｅｓ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ｓｅ，临河区域设置栅栏禁牧措施对河流病原微生物风险的有效性评估；２．ＭＡＲ⁃ｍａｎａｇｅｄ ａｑｕｉｆｅｒ ｒｅｃｈａｒｇｅ，含水层补给管理；３．考察在私人

绿地浇灌的情景下的三种暴露途径，常规暴露指因接触植物、草坪等直接摄入的，水雾摄入指浇水时吸入的气溶胶；４．其他剂量反应模型与相关参数参见（ＷＨＯ，２０１１）；５． 日
常饮水２．７２ Ｌ 中生水占比５．６５％，偶然摄入包括：刷牙、果蔬餐具等残留水的摄入；６．对免疫缺陷人群采用指数模型，免疫功能健全人群采用 β⁃泊松分布模型；７．雨天居民区排

水、工业排水、农业径流、合流制溢流污水、林地径流；８：两虫指微小隐孢子虫和蓝氏贾第鞭毛虫；９．指数模型：腺病毒（ｒ ＝０．４１７２）、隐孢子虫（ｒ ＝０．０５）、贾第鞭毛虫病（ｒ ＝

０．０２）；泊松分布模型：肠道病毒（α，β＝０．４０１，２２７．２）、诺瓦克病毒（α，β＝０．０４，０．０５５）、轮状病毒（α，β＝０．２５３１，０．４２６５）、沙门氏菌（α，β＝０．３３，１３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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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立大学建立一个开放的 ＱＭＲＡ 的维基百科

（ＱＭＲＡ Ｗｉｋｉ ）． ＱＭＲＡ Ｗｉｋｉ 提供了大量实用的

ＱＭＲＡ 的数据资料，数学模型、案例研究以及风险评

价工具，为 ＱＭＲＡ 的研究与应用提供了有力的指导．
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的统计结果表明，健康

风险评价在环境风险评价领域的占比呈现逐年上

升趋势．当前，国内 ＱＭＲＡ 的研究对象多侧重于再生

水利用，对饮用水微生物风险也有涉及，但对江河

湖泊等地表水体及地下水的微生物健康风险研究

开展较少，而严格基于 ＱＭＲＡ 框架的研究更少．表 ４
列出了国内水媒传播病原微生物定量风险评价的

典型案例．

表 ４　 国内 ＱＭＲＡ 典型案例研究

Ｔａｂｌｅ ４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ＱＭＲＡ

评价水体 目的
评价微生物
指标类型

暴露情景；参数获取途径 剂量反应模型 不确定性分析 参考文献

再生水
指导标准限值
拟定

指示菌、
病原体１ 市政用途２；实地调研３ 文献获取 无 何星海等， ２００６

两虫４ 城市绿地灌溉５；
文献调研与现场调查

不详 无 赵欣等， ２０１０

微生物风险
判断

３ 种病毒６ 绿化、灌溉、景观娱乐；文
献调研

α７ ＝ ０．２６５ 蒙特卡罗
仇付国，王晓昌，
２００３ａ

水源水
水源水风险
分析

隐孢子虫
饮用生水

（１ Ｌ·ａ－１·人－１）；
文献调研

ｒ＝ ０．００４２ 无 肖国生等， ２０１３

景观娱乐水体 指导风险管理
粪大肠、大肠杆

菌、肠球菌８
游泳、 划船、 钓鱼、 浇花
等；文献调研与现场调查

ＥＣ：０．１７７８ 蒙特卡罗 孙傅等， ２０１３

　 　 注：１．指示菌为大肠埃希氏杆菌，病原体包含病毒、细菌、原生动物三类：、沙门氏菌、志贺氏菌、甲肝病毒、轮状病毒、脊髓灰质炎病毒、柯萨

奇病毒、埃可病毒、隐孢子虫卵囊、贾弟鞭毛虫卵囊；２．包括绿化、道路降尘、道路冲洗；３．人群分类：职业、非职业、临街与行人、中青年与老年；４．
两虫指微小隐孢子虫和蓝氏贾第鞭毛虫；５：暴露情景详尽细致；６．检测指标为粪大肠杆菌，评价指标为肠道病毒、轮状病毒、肝炎病毒，检测的

是粪大肠杆菌浓度利用比例关系推算病毒浓度；７：出于安全性考虑，按照最敏感原则，以感染剂量最高的轮状病毒的模型参数作为肠道病毒、
轮状病毒、肝炎病毒的参数；８：评价指标为指示微生物，考虑到剂量反应模型的可获性，选取粪大肠、大肠杆菌、肠球菌．

　 　 国内 ＱＭＲＡ 相关研究相对滞后，体现在评价领

域单一、评价微生物种类不足、水体病原微生物检

测手段落后、不确定性分析缺失等方面．国内水媒介

ＱＭＲＡ 研究集中于中水回用与再生水微生物限制标

准制定领域（仇付国等，２００３；张德友等，２００９；赵欣

等，２０１０；何星海等，２００６），却鲜有学者对河流、湖
泊等地表水体的微生物风险现状进行评价．微生物

指标方面，国内研究多关注两虫、指示微生物与少

数的致病菌与病毒，指标范围有待扩大．在检测层

面，国际上大多研究已经基于病原微生物的浓度或

剂量数据开展；多数国内学者的研究仍是基于总大

肠菌（Ｔｏｔａｌ ｃｏｌｉｆｏｒｍ，ＴＣ）、粪大肠菌（Ｆｅｃａｌ ｃｏｌｉｆｏｒｍ，
ＦＣ）等指示微生物开展．此外，国内相关研究虽然也

承认评估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但依然用最敏

感原则选取参数，以确定性评价呈现结果，这样的

评价结果往往偏高．
ＱＭＲＡ 方法不仅可以评价干预措施在降低人群

发病风险中的意义，也能根据可接受的风险为水平

结果导向指导标准限值的拟定．如果再考虑经济因

素，还可以进行成本⁃效益分析 （朱江辉，李凤琴，

２０１１）．因此，资源、环境和食品管理部门也开始应用

ＱＭＲＡ 来为水资源水环境和食品安全管理提供科学

依据．美国环保署首次应用 ＱＭＲＡ 为制定地表水处

理规程提供鞭毛虫和病毒导致的健康风险的科学

依据（Ｈａａｓ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３；Ｒｅｇｌｉ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１）．荷兰以隐

孢子虫、贾第鞭毛虫、弯曲杆菌、肠道病毒为风险源

测算其对饮用水的健康风险，澳大利亚以轮状病

毒、腺病毒替换肠道病毒作为其再生水风险管理的

目标病原微生物 （ Ｓｃｈｉｊｖ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Ｂｉｃｈａｉ ａｎｄ
Ｓｍｅｅｔｓ， ２０１３）．美国农业部、世界卫生组织等也都开

始应用 ＱＭＲＡ 为资源环境保护和食品安全提供决

策的科学依据．

５　 结论（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ＱＭＲＡ 发展过程尤其是在我国的应用中主要面

临以下挑战：１）风险评价的不确定性．ＱＭＲＡ 的每一

步都包含大量的不确定性．各种数据和模型也包含

不确定性．２）基础数据不足，尤其是暴露参数数据．
３）应用研究偏少． 资源环境卫生部门如何应用

ＱＭＲＡ 来进行风险管理是非常关键的一步．而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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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ＭＲＡ 存在大量不确定性和基础数据缺乏，ＱＭＲＡ
在我国环境风险评价和管理中的应用研究偏少．针
对我国 ＱＭＲＡ 研究以及应用，应该加强以下三个领

域的研究：①不确定性分析．定量分析 ＱＭＲＡ 的过程

中暴露剂量和剂量⁃反应模型中的不确定性以及可

接受风险的不确定性是能为决策者提供进行风险

管理所需要的更全面的信息．②基础数据的积累．病
原微生物的种类非常庞大，这些微生物的生理毒性

以及人群的暴露参数等基础数据是 ＱＭＲＡ 的基础

工作．尤其是人群的暴露参数受社会经济发展以及

文化习俗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无法简单的参考其他

国家的暴露参数．③开展 ＱＭＲＡ 的应用研究．ＱＭＲＡ
归根到底是应用科学，只有应用 ＱＭＲＡ 来为我国的

环境风险管理提供科学依据，ＱＭＲＡ 才能有其不断

发展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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